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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进程将原有自然生态系统改造为以不透水面为主的人工景观，这种变化影响了空气微生物群落的生存环境及其时

空异质性。 空气微生物受城市化的影响程度与其生态功能的发挥关系密切，微生物群落特征的改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

生态环境质量并给人群健康带来潜在威胁。 城市化进程和空气微生物群落动态分属两个时空尺度差异巨大的生态过程，二者

的联合分析已成为目前生态安全与环境健康领域的研究热点。 从空气微生物的来源及其组成特征、空气微生物群落的时空异

质性及其影响因素以及空气微生物的生态环境效应三个方面系统梳理和总结了近年来探索城市化和空气微生物群落动态之间

关系的研究，从宏观视角探讨了当前空气微生物研究的不足，并引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景观格局与过程等相关理

论和方法来分析城市化对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影响，旨在明确城市景观格局作用下的空气微生物群落对人群健康的潜在威

胁程度，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居环境的改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化；微生物群落特征；环境健康；格局与过程；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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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与人类关系极为密切。 研究证实微生物能调控人体免疫机能、参与新陈代谢、甚至影响个体的情

绪和认知行为［１］。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

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人体体表和体内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也随着外界环境的转变而发生着一系列相

应的改变。 其中，城市居民由于自身免疫系统失调而引发的多种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其体内微生物群

落的变化而引起的［２］。 过敏、哮喘、糖尿病、炎症性肠病、以及肥胖和抑郁症等传统上认为与免疫系统无关的

疾病在近年来都逐渐被证实与人体内的微生物群落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３］。 除了饮食结构、抗生素使用等

原因外，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会改变人群携带的微生物群落。 外界环境也因此以微生物为沟通渠道与人群健康

建立起间接但关键的联系［４］。
细菌、真菌和病毒等微生物粒子广泛存在于大气中，它们依附在悬浮于空气中的颗粒物上，随着空气流动

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上运移，对沿途诸多环境过程和人群健康均会造成影响。 例如某些微生物会在其代谢过程

中产生 Ｎ２Ｏ、ＮＯ 等污染物，也有些微生物有助于大气污染物的降解［５］。 空气微生物对人群健康的威胁主要

来源于病原体与人体接触所造成的感染和继发性传播［４］。 研究表明，人每天吸入的细菌数量在百万量级［６］，
快速城市化过程对空气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必将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途径影响人居环境质量及人群健康状况。
揭示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空气微生物群落的变化及其对人群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首先需要了解空气微生物

群落在城市及周边范围内的组成、时空分布特征、变化规律、主要影响因素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的景观

优化方案，如合理地规划绿地或水体等景观组分来改善城市空气微生物的群落特征，实现对人群健康的保护。
近 ２０ 年来，城市空气微生物研究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以空气微生物和城市等为关键词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上进行检索，有关城市空气微生物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已经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的个位数增加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３４
篇。 我国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但直到近 １０ 年来，国内学者发表的城市空气微生物相关

文章数量才迅速增加。 虽然目前国内外城市空气微生物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很多方面的认识仍然

非常有限，亟待进一步深入。 本文从城市环境中空气微生物的来源、时空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对环境及人群

健康的影响等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明确了当前城市空气微生物研究中的不足以及未来

需要开展的方向，以期为构建健康的城市人居环境提供科学参考。

１　 空气微生物的来源及其分布特征

空气微生物主要包括细菌、真菌、病毒和少量古生菌，不同环境中的空气微生物组成具有明显差异，但都

以细菌和真菌为主［７］。 空气中所有生物成分均来自于地表。 植被、土壤、水体、动物体内或体表等生物或非

生物表面均为空气微生物的来源。 微生物以不同方式进入近地表大气，并随着空气运动向周围扩散［４］。
Ｊｏｎｅｓ 和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８］将微生物释放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 动物咳嗽或打喷嚏时形成的飞沫中携带有大量

细菌（有时还会有部分病毒），这种微生物释放方式被称为主动释放，而通过风力扰动或摩擦触碰等形成的释

放则被称为被动释放。 释放后的微生物会附着在灰尘粒子、植物孢子上，又或者以细胞群的方式漂浮在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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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９］。 植物表面，尤其是叶片上的微生物的主要来源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种子和土壤中的微生物随种

子萌发和植株生长过程与植物组织形成共生关系，并发展成为依赖于植物种类的特殊微生物群落。 如 Ｋｎｉｅｆ
等［１０］ 发现不同年份收集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拟南芥 （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叶片上的甲基杆菌属细菌

（Ｍｅｔｈｙｌ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的群落组成相似。 固定的本地微生物来源是形成这种微生物种群特征连续性的重要原因。
第二类是大气中的微生物通过植物表面对颗粒物的滞留等方式在叶片等部位进行生存和繁衍。 Ｓｍｅｔｓ 等［１１］

对位于城市和乡村的常春藤属植物叶片上的微生物进行采集和分析发现，两个区域所采集的叶际微生物种群

特征差别明显。 城市区域采集的叶际微生物以 Ｈｙｍｅｎｏｂａｃｔｅｒ 和 Ｓｐｈｉｎｇ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 为主，而乡村区域采集的

叶际微生物以 Ｂｅｉｊｅｒｉｎｃｋｉａ 和 Ｍｅｔｈｙｌｏｃｙｓｔａｃｅａｅ 为主。 以上研究虽然存在矛盾之处，但也说明植物既是空气微生

物的源，也是空气微生物的汇。 植物、空气以及土壤等周围环境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气微生物的空间异质性。
大气是一种贫营养介质，紫外线辐射强度高，温度、湿度和酸度等属性的变化范围较其他介质也更为剧

烈，这导致空气中无法形成稳定的微生物群落，但仍然栖息着丰富的原核和真核生物［１２］。 微生物对外界环境

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Ｔｒｉｎｇｅ 等［１３］研究表明空气微生物会通过基因修复和调整新陈代谢等机制来适应大气

中恶劣的生存环境。 空气微生物是大气生物气溶胶的主要组成成分，因此生物气溶胶有时又被称为微生物气

溶胶［１２］。 微生物气溶胶种类繁多，粒径大小差异显著，其中真菌孢子粒径为 １—３０ μｍ，细菌粒径范围为

０．２５—８ μｍ，病毒粒径一般小于 ０．３ μｍ［８］。 微生物粒子的形状、密度以及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大

气中的运动特征。 由于微生物粒子个体微小，进入大气后可随空气运动进行长时间、长距离的移动，甚至实现

跨大洲运移［１４］，并对下风向大气微生物群落的构成产生影响［７］。 在垂直方向上，微生物主要存在于近地表大

气层，但在高达 ８０ ｋｍ 的平流层也有微生物生存［１５］。 悬浮在大气中的微生物粒子最终会以干、湿沉降的方式

回归生物或非生物表面（图 １），其中干沉降指大气中的微生物粒子以其自身末速度下降并附着于各类表面的

过程，其沉降速度与颗粒直径的平方成正比［１６］，而湿沉降则是随雨、雪、冰雹等迅速降落至地表的过程［１７］。
空气微生物随着气流向周围的扩散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源景观造成的异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确定空

气微生物来源的难度［１８—１９］。

图 １　 空气微生物的主要来源、种类和潜在影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城市化过程造成的景观演变导致该区域内的空气微生物的源景观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 首先，在城

市化过程中，大面积原有自然地表被沥青和混凝土为主的不透水面所代替或者切割，自然地表呈现少量化和

破碎化，并且城市园林绿化还会引入大量非本地物种。 植物表面是空气微生物的重要来源，源景观格局的变

化自然会影响到相应微生物的排放特征［２０］；其次，城市环境污染不仅直接影响人群健康，还可以改变微生物

群落特征。 土壤是空气微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主要取决于土壤中有机物含量、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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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水分条件等［２１］。 然而，机动车尾气排放、化石燃料燃烧、化学用品的大量应用，致使很多城市区域的土壤

环境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有机物污染［２２—２５］。 土壤有机物污染具有环境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会引起土壤微生

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发生改变，还会导致病原菌数量和种类的增加［２６］。 城市大气微生物的其他来源，如水体

等，也都受到人类活动不同程度的影响［２７—２９］，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及其生态功能。 城

市中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也是空气微生物的重要来源［３０—３１］。 污水处理和垃圾填埋等过程均会向大气

中释放大量微生物， 其中包括了不动杆菌属 （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 假单胞菌属 （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肠球菌属

（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和芽孢杆菌属（Ｂａｃｉｌｌｕｓ）等机会性致病菌。 这些机会性致病菌随空气流动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浓

度梯度，对该区域内城市居民健康形成潜在威胁。

２　 空气微生物群落的时空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

２．１　 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时间异质性

受多种环境因素影响，空气微生物群落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均表现出强烈的不稳定性［３２］。 例如，
Ｌｉｇｈｔｈａｒｔ［３３］以不同时间间隔进行空气微生物采样后发现，当样本采集的时间间隔为 ２ ｍｉｎ 时，样本中微生物

种类的相似度很低，但当采样间隔增加到 １５ ｍｉｎ 后，微生物种类的相似性则会大幅增加，其自相关性大于

７０％。 此外，Ｌｉｇｈｔｈａｒｔ［３３］还发现，空气微生物的丰度在一天中呈现明显的波动，分别在 ７：００—８：００、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和 １８：００—１９：００ 左右出现高峰期，而在 ２１：００ 到次日 ５：００，下降至一天中的最低水平。 Ｇｕｓａｒｅｖａ 等［３４］

在新加坡对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进行了长时间连续监测后发现，微生物群落组成在一天内存在显著变化。 该

研究所采集的空气样本中的微生物以 Ａｓｃｏｍｙｃｏｔａ， Ｖｉｒｉｄｉｐｌａｎｔａｅ， 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和 Ｂａｓ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ｔａ 为主。 大多数细菌和真菌在白天的丰度更高，其中 Ａｓｃｏｍｙｃｏｔａ 在中午时的丰度

是夜间的 ４ 倍，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和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在中午时的丰度是夜间的 １０ 倍，只有 Ｂａｓ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ｔａ 在中午时的丰

度要明显低于夜间。 当把时间尺度由日尺度延伸至月份和季节后发现，空气微生物物种数量在昼夜间的变化

幅度要高于月份，而月份间的变化幅度又高于季节［３４］。
２．２　 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空间异质性

从微生物的组成来看，不同区域空气中的微生物都以细菌和真菌为主，且二者在门的水平上存在较大程

度的相似性［３５—３６］。 其中，空气中的细菌主要以变形菌门 （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拟杆菌门（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厚壁菌门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蓝藻菌门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放线菌门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酸杆菌门 （Ａｃ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异常球菌⁃栖热

菌门 （Ｄｅ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Ｔｈｅｒｍｕｓ）等为主，真菌则以子囊菌门 （Ａｓｃｏｍｙｃｏｔａ）和担子菌门 （Ｂａｓ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ｔａ）为主。 Ｆｌｉｅｓ
等［３７］回顾了已发表的关于城市和乡村（郊区）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文章，发现在 １９ 项明确区分城乡差别的

研究中，多数结果显示在空气微生物的丰度和多样性方面乡村（郊区）明显高于城市。 例如，Ｔａｎａｋａ 等［３８］ 发

现郊区所采空气样本中的基因拷贝数是城市区域的 １．７ 倍，空气中的细菌多样性也明显高于城市区域。 城市

和郊区各有一部分菌种的丰富度较高 （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和 Ｐｒｏｐｉｏｎ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的丰度在城市区域较高，
Ｍｅｔｈｙｌ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和 Ｓｐｈｉｎｇｏｍｏｎａｓ 的丰度在郊区较高）。 从基因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区域具有更多的人类

皮肤相关的细菌种类，而郊区则具有更多的土壤和植物相关的细菌种类。 Ｓｔｅｗａｒｔ 等［３９］ 也发现城市和郊区在

空气微生物群落结构方面具有显著差异。 在门水平上，城市空气微生物中的 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和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 明显高于郊区，而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Ｔｅｎｅｒｉｃｕｔｅｓ， Ｆｕｓ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和 Ｄｅｉｏ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则明显

低于郊区。 其溯源分析结果与 Ｔａｎａｋａ 等［３８］的研究有所差异，该研究发现城市和郊区分别有相当比例（分别

为 ７０．６％和 ４２．９％）的细菌与动物相关。 上述研究得出的城市区域空气微生物的丰度和多样性低于乡村或郊

区的结论，说明城市区域的微生物群落相似性更高，这可能与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同质化程度较高有关。 在城

市化进程中，虽然城市土地被划分成为不同的功能片区，但空气微生物的主要来源（土壤和植物）却在统一的

管理措施下呈现出同质化趋势。 相似的植物种类搭配和土壤灌溉施肥方式最终形成了相近的空气微生物排

放源。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 Ｆｌｉｅｓ 等［３７］所统计的文献中，还有部分文献发现乡村（郊区）的空气微生物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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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样性低于城市或者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研究认为这可能与空气微生物群落的高时空变化特征有关，即
已有研究中的城市和乡村（郊区）内少量的空气样本可能无法反映当地的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并对城市与

乡村（郊区）之间真实差距的客观判断产生影响。 城市和乡村（郊区）之间的对比研究仍显不足，还需要在时

间和空间分辨率上增加密度，来明确城乡（郊）之间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客观差异和造成差异的原因。 从

城市的角度来看，在不同城市的空气中，主要微生物种类的占比会有所不同。 例如，Ｌｉｕ 等［３５］对杭州空气样本

进行检测后发现，变形菌门占比最高 （３２．２％），蓝藻菌门、放线菌门、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所占比例分别为

１８．０％、１６．５％、１５．５％和 １１．６％；Ｌｉ 等［４０］对厦门空气进行检测后发现最多的四种细菌依次为厚壁菌门、变形菌

门、酸杆菌门和放线菌门。 城市空气微生物中的细菌在属水平上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Ｆａｎ 等［４１］ 在西

安市秋冬季空气中检测到 １７ 个属的机会性致病细菌，其中 １６ 个属在西班牙马德里市的城市空气中也存在，
只有伯克氏菌属 （Ｂｕｒｋｈｏｌｄｅｒｉａ）没有在马德里市的空气样本中检测到［４２］。 不同种类微生物的生物属性不同，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存在差异，这使得某些环境条件往往可以给特定微生物群落提供更加适宜的生存环境。
将城市景观细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对比功能区内部空气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征之间的差异也有少量研究。 Ｈａｉ
等［４３］分析了气象因子（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 ＣＯ２浓度）对道路、动物园和居住区内部空气中细菌和真菌群落

特征的影响，回归分析后发现不同的气象因子对于空气中细菌和真菌的丰度具有不同的贡献度。 Ｌｉ 等［４４］ 按

照人为影响程度，对城市内的森林、道路、低密度居住区和高密度居住区进行了空气微生物检测和分析，共检

出 ４１ 种机会性致病菌。 在四种采样区内，机会性致病菌丰度最大的区域是道路，最小的区域是森林。 为了探

明影响机会性致病菌丰度的主要因素，该研究分析了致病菌丰度与人口密度、土壤类型、树种、ＮＤＶＩ 等多种

因子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机会性致病菌与研究区人口密度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 ＮＤＶＩ 和马尾松覆盖

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Ｚｈａｉ 等［３６］对在不同场所检测到的空气细菌分析后发现，存在于空气中的细菌种类不

仅在城乡环境梯度、城市功能区这种较大空间尺度上存在差异，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例如，在零售店内检测到的主要细菌种类为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ｈｙｔａ，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Ｃｏｒｙｎ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
而在住宅检测到的细菌则主要为 Ｓｐｈｉｎｇｏｍｏｎａｓ，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因此，将城市、郊区、农村等景观作

为整体进行比较，无法揭示景观内部空气微生物的时空分布格局，也无法对导致其时空分布格局变化的主控

因子进行详细区分。 接下来的研究应首先对研究区进行土地利用类型划分，同时考虑该土地利用类型的存续

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行空气样本采集并分析微生物的群落特征，才能深入理解导致空气微生物时空变异的

原因。
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空间异质性显然会受到附近土地利用的显著影响。 郑芷青等［４５］对珠三角地区城

市空气微生物的研究表明，其多样性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最高多样性出现在交通枢纽区域，其次是工业

区、商业区和居住区，城市绿地内的空气微生物多样性最低。 Ｂｏｗｅｒｓ 等［２０］ 研究发现，空气微生物的丰度在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上保持相对稳定，均为每立方米空气中存在约 １０５—１０６个微生物，但其群落组成在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上却存在明显区别。 该研究认为土地利用特征（植被覆盖度、管理方式等）对空气微生物群落组成

的贡献要大于局地气象条件。 土地覆被，尤其是植被，对空气微生物组成具有重要影响。 Ｌｙｍｐｅｒｏｐｏｕｌｏｕ
等［４６］通过对相距 ５０ ｍ 的有植被和无植被覆盖的两个区域进行空气微生物采样分析后发现，有植被覆盖区空

气中的细菌和真菌数量比无植被覆盖区高 ２—１０ 倍，并且两个区域的细菌组成也具有明显差别。 通过微生物

溯源分析发现，有植被覆盖区下风向的空气中 ５０％以上的细菌来源于植物。 Ｍｈｕｉｒｅａｃｈ 等［４７］比较了美国尤金

市 ５ 组公园及其附近停车场内空气微生物的群落组成，发现公园内空气微生物的 β 多样性要高于其附近停车

场，采样点周围 ５０ ｍ 范围内的绿地覆盖率可以解释空气微生物组成信息的 １５％。 Ｌｉｎ 等［４８］ 对中国台湾省台

中市郊区至市中心每隔 １ ｋｍ 进行空气真菌采样发现，空气真菌孢子浓度与 ＮＤＶＩ 呈正相关关系。
气象条件也会影响空气微生物的空间分布格局。 微生物可借助风力由生物和非生物表面向大气中释放，

导致局部大气中微生物浓度增加，也可以随着空气运动做一定距离的运移，对大气中原有微生物起到稀释作

用［４９］。 微生物在大气中的运移时长受风力和所处大气层位置影响，距离长短不一，最远可达数千公里。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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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源景观在风力作用下会对汇景观上空的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例如 Ｂａｒｂｅｒáｎ 等［１４］ 分

别在西欧的比利牛斯山和西非的毛里塔尼亚进行了空气、土壤和水汽界面上微生物的采集，发现在撒哈拉沙

尘暴发生期间，比利牛斯山脉中的空气微生物沉积样本中可检测到的微生物种群与毛里塔尼亚境内采集的土

壤微生物种群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多项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温度是影响微生物群落特征的主导因素［５０—５１］。
Ｌｉｕ 等［５２］研究显示，温度和空气微生物多样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温度的变动也会影响空气微生物的丰度，
如 Ｇｕｓａｒｅｖａ 等［３４］研究发现真菌中 Ａｓｃｏｍｙｃｏｔａ 的相对丰度与温度呈正比，而 ａｓｉｄｉｏｍｙｃｏｔａ 的相对丰度则与温度

呈反比。 空气湿度与微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多呈负相关，这是因为随着空气湿度的增加，大气颗粒物会吸湿增

长并导致粒径和重量增加，可加速颗粒物以及附着在颗粒物上的微生物的沉降过程。 此外，空气湿度增加还

会降低地表微生物向大气释放的速度［５３］。 气象要素具有强烈的时空异质性，对于微生物释放后的分布格局

及其生态功能具有重要影响，是空气微生物研究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制约因素。
大气颗粒物，尤其是污染物，与空气微生物的群落结构特征关系密切，可能是造成城乡（郊）空气微生物

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敏等［５４］在北京的研究发现，生物气溶胶浓度和 ＰＭ２．５浓度呈负相关。 Ｆａｎ 等［４１］

的研究发现西安市的大气颗粒物（ＰＭ１０、ＰＭ２．５）、ＳＯ２、ＮＯＸ、ＣＯ 和 Ｏ３等对潜在病原微生物所占比例的影响要

大于相对温度、湿度和风速等气象因素，且不同污染物对病原微生物的影响会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变化。 Ｌｉｕ
等 ［３５］在杭州的研究表明，ＰＭ１０、ＰＭ２．５、ＮＯ２的浓度和空气中细菌和真菌的群落相似度均呈正相关，而 ＳＯ２的浓

度变化对真菌群落相似度无显著影响。 马曼曼等［５５］ 在青岛的研究中发现，由非霾天气到重度雾霾天气的变

化过程中，空气中细菌群落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均出现下降趋势，不同粒径空气颗粒物上附着的细菌丰度之间

差异减小，而复杂度和均匀度的差异增大。 Ｓｕｎ 等［５６］ 分析了哈尔滨雾霾天气和非雾霾天气对空气中细菌群

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空气污染物给细菌新陈代谢提供了养分（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同时也对细菌细

胞造成了破坏并导致更多的细菌死亡。 Ｇａｏ 等［５７］研究显示空气污染物对细菌群落变化的贡献达到 ３１．９％，并
认为空气污染物对细菌群落的构建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也有研究显示大气污染对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变化

的影响较小。 例如，Ｚｈｅｎ 等［４９］发现空气污染物对于空气中细菌群落结构的变化所起作用并不明显。 同样，
Ｗｅｉ 等［５８］对雾霾天气和非雾霾天气进行比较后发现，空气中主要细菌丰度并不随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变化而

出现明显波动。
总体来看，微生物来源、气象条件、人类影响均在塑造微生物群落特征的时空异质性上具有重要作用［５９］，

然而，全面评价城市各类景观组成和结构对空气微生物影响的研究还极为缺乏，各种影响因素对微生物群落

特征的作用大小也尚未厘清，以往研究结论还存在诸多矛盾之处。

３　 空气微生物的生态与环境效应

３．１　 空气微生物的气象效应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微生物在大气中的生存受到气象和环境等诸多因子的影响，同时，空气中的微生物也会通过其自身所具

有的气象效应来改变其生存环境内温湿度等物理性质。 研究发现，由灰尘和附着其上的生物粒子构成的生物

气溶胶可以作为冰核和云凝结核来凝结大气中的水分，影响局地水文循环过程［５９—６０］。 某些微生物细胞的蛋

白质结构具有促进或抑制冰晶增长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使微生物所处环境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温湿度状态

下［６０］。 对凝结作用的控制被认为可能是微生物所表现出的一种为改善其生存环境而进化出的功能，这种功

能可以改变微生物所处的微环境属性或者微生物的沉降过程。 Ｍｏｒｒｉｓ 等［６１］将空气微生物对水汽的凝结功能

放入景观尺度的生态过程中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的景观类型会通过近地表能量平衡和水汽蒸散发来影响局地

降水过程，从而为土壤和植被中存在的微生物提供了更多生存机会。 植被和土壤通过向大气中释放微生物，
微生物进入大气后可以通过凝结作用参与水文循环，水文循环又进一步促进微生物在大气和地表之间的交

流。 微生物因此参与了景观尺度的生态过程，并随着大气的远距离传输，在全球范围内参与更大的气候变化

过程。 生物气溶胶作为大气气溶胶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会通过吸收和散射太阳短波辐射和地面长波辐射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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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地气辐射平衡，同时参与大气物理和化学过程。 例如，空气微生物可以以大气颗粒物为载体，通过吸附大气

污染物（ＮＯＸ，ＶＯＣｓ 等）、作为氧化剂或还原剂降解或转化污染物、调节大气 ｐＨ 值等参与大气环境的变化［４］。
某些好氧微生物还会通过新陈代谢消耗空气中的有机碳、减少自由基来源，由此降低二次空气污染物的

产生［６２］。
３．２　 空气微生物与人群健康

空气微生物可以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等多种途径进入人体。 与空气微生物有关的疾病主要包括传染性

疾病、过敏性疾病和癌症等［６３］。 可引发传染性疾病的微生物主要为细菌和病毒，如结核杆菌（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百日咳杆菌（Ｂｏｒｄｅｔｅｌｌａ ｐｅｒｔｕｓｓｉｓ）、嗜肺军团菌（Ｌｅｇｉｏｎｅｌｌａ ｐｎｅｕｍｏｐｈｉｌａ）、甲型流感病毒、新型冠状

病毒等。 这些病原体侵入宿主体内后，利用宿主体内的营养物质进行生存和繁殖，并通过呼吸、咳嗽等方式将

繁殖后的病原体向周围传播。 特定人群对于此类疾病具有更高的致病风险。 Ｂａｕｓｓａｎｏ 等［６４］ 通过 ｍｅｔａ 分析

发现，医护人员感染结核病的几率是普通人群的三倍。 致敏是空气微生物常见的人群健康效应。 许多细菌和

真菌均可以分泌过敏原，引发人体过敏反应。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人们在儿童时期对空气微生物的暴露可能

会对某些过敏性疾病具有保护作用。 同时，多项研究证明，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居

民罹患过敏性疾病的几率明显高于乡村地区［６５］。 对此，而其中一种解释认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区域丧

失了一部分环境多样性，并导致环境中微生物多样性的同步降低，环境微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使人们失去了对

个体免疫系统发育的积极影响，由此导致过敏性疾病人数的增加［６６］。 Ａｌｅｎｉｕｓ 等［６７］进行了人体免疫机能的城

乡空气微生物暴露实验，结果表明乡村空气微生物对人体的早期暴露可以刺激体内调节性 Ｔ 细胞和 Ｔｈ１ 型辅

助细胞的免疫反应，这有利于降低 Ｔｈ２ 型细胞介导的过敏反应。 Ｒｏｙ 等［６８］ 研究发现，乡村的居民住房和牲畜

棚圈内的空气微生物丰度显著高于城市居民住房，这些高丰度空气微生物群落有利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释放

抗炎性细胞因子。 此外，城市大气污染往往高于周围乡村（郊区），而在大气污染条件下，空气微生物和空气

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还会形成叠加效应［３７］。 根据以往研究，大气污染对非病原性腐生菌具有灭杀作用，但却

可以增加病原菌的相对丰度［５２］。 空气中的污染物还会对微生物细胞的蛋白质进行转译修饰，增加空气中过

敏原和致病原的潜在致病能力［６９］。 有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空气微生物中甚至可以诱发诸如肺癌、胰
腺癌和脑癌等重大疾病［７０］。 例如，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Ｃｈｏｉ［７１］ 对屠宰场工人患癌风险和生物气溶胶暴露进行了关联

分析，发现这些工人在作业过程中需要暴露于由动物粪便、皮屑、羽毛和各种微生物（细菌、真菌、病毒和内毒

素）等组成的高浓度生物气溶胶中，结果显示在控制吸烟的情况下，屠宰场工人罹患肺癌的几率仍然会增加

３０％左右。

４　 研究展望

城市是一类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该生态系统与自然状态下的生态系统

以及接近自然状态的乡村生态系统在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人口高度聚集的城

市区域面向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分化出多种功能片区。 不同种类的功能区具有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植被覆

盖率以及人为干扰强度等，而这些方面的差异都会反映在主要来源于地表的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上。 然而，
目前对于城市和乡村以及自然生态系统内空气微生物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对于按照人为干扰进行分类的城

市⁃乡村（郊区）⁃自然生态系统内的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差异的讨论还存在争议，对于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区内

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研究更加少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度聚集的城市人口对于空气微生物的

敏感程度正在逐步升高，城市居民罹患免疫系统疾病的概率呈增加趋势。 部分学者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城市居

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导致的居民免疫系统与城市空气微生物环境的不相适应。 总之，尽快对城市内部不同功

能区、城市⁃乡村（郊区）⁃自然生态系统内的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从时空两个层面进行深入探索，对于理解空

气微生物的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以及人群健康预测预警均具有重要意义。
据估算，全球每年由地表向大气中排放的生物气溶胶量约占大气气溶胶浓度的 ３０％左右［７２］。 相对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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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类型气溶胶，针对生物气溶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７３］。 同时，城市空气微生物的研究在诸多方面还存在很多

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空气微生物的本地源和外来源的占比、空气污染对于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影响程度

及机制、空气微生物在成云和降水过程中的实际作用等。 深入理解城市空气微生物的生态与环境效应，不仅

需要多个学科交叉集成，还要统筹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索。
４．１　 多尺度景观格局与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时空异质性

空气微生物的隐蔽性强，容易成为人群健康的潜在隐患，而消除隐患的前提在于深入了解存在于空气中

的微生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微生物的来源及其传播途径。 了解空气微生物的来源有助于积极地对病原

菌、病毒等进行源头控制，明确其传播途径则有利于进行固定方向的扩散或者切断扩散路径以降低关键点的

病原体浓度［７４］。 气象模式在空气污染、热岛效应等涉及空气流动的研究上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空气微生

物的运移及其环境效应等方面的模拟还十分缺乏。 此外，分析空气微生物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不能局限于少数

几种土地利用类型，也不能局限于街区尺度，需要在城市或者区域等较大尺度上才可能深入理解微生物的来

源及其扩散过程，这涉及到城市或区域景观格局与微生物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 探索景观格局与微生物群落

特征之间的关系，并在城市尺度上划分人群对病原体的暴露等级，为环境风险管理提供支撑，是景观生态学理

论在微生物生态领域的实践，有助于拓展景观生态学的应用外沿，也有助于深化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相互作

用的内涵。
由于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受到温湿度、太阳辐射强度、海拔、采样点用地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

其表现出很强的时空异质性，使得不同研究的观测结果之间往往出现较大差异，外界环境的持续变化也使得

短时间定点采样无法反映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变化规律。 城市化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过程。 城市

功能区的差异使得城市景观高度斑块化，不同类别斑块的植被覆盖程度、生物多样性、人类活动强度往往区别

较大，主要来源于土壤和植被的微生物群落的特征也会表现出显著差异。 同时，随着城市更新的进行，斑块内

部的生态系统还会受到进一步的扰动，使其在受干扰程度上有别于同属一个功能区的其他斑块。 因此，可以

按功能和年代将城市景观划分为不同梯度的斑块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研究，这种

方法有望对城市微生物的生态过程进行系统的解析。
４．２　 城市系统多属性特征与空气微生物群落结构刻画

作为人地耦合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和环境效应的研究还应从生态系统的视角进

行，在城市区域更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的复合影响，才能全面了解城市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的动态

变化规律，解析城市化过程对空气微生物的影响。 ２００４ 年，方治国等［３２］ 提出城市空气微生物的研究工作大

部分是单一研究城市空气微生物的种类、数量及浓度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缺乏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城市

空气微生物。 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并未明显改变。 当前研究仍缺乏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社会、经济、自然组成因

素对空气微生物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及其作用过程的全面考虑，对城市绿地的刻画也仅限于使用绿地覆盖率和

ＮＤＶＩ 等有限的指标。 城市生态系统是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复合生态系统，其景观多样性和复杂度都显著高于

其他生态系统，分析特定样点附近空气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多样性对描述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中空气微生物群

落特征的时空异质性贡献有限，需要建立采样点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景观组成及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与空气

微生物群落特征之间的联系。 城市景观高度复杂、城市生态过程杂乱多样，利用一种指数来准确表述景观格

局与不同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并不现实，还需要在深入理解生态过程的基础上，有效组合已有指数或者开发

新指数才能更有效地刻画二者之间关系。
４．３　 城市空气微生物的健康风险评估与城市规划实践

高密度居住环境给传染性病快速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使得此类疾病在城市中的传播速度要远高于乡

村（郊区）。 将地理空间和城市分区信息纳入到城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管控中，从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伦敦

地区爆发霍乱疫情时便有了先例［７５］。 人们逐渐意识到公共卫生对于城市居民生活和生产的意义，也认识到

城市规划对于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的创建所具有的重要性。 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城市人口的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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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突发性传染病疫情仍时有发生，而且每次发生都对城市居民健康和社会经济稳定产生很大冲击。 中国香

港政府在 ２００３ 年 ＳＡＲＳ 疫情得到控制后提出对于大型规划和发展项目进行空气流动评估，开设通风廊道，通
过空气流动降低区域内病原微生物的浓度，同时提出建设更多绿地和休闲用地。 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城市，
ＳＡＲＳ 疫情的爆发也使城市规划工作者对于城市发展产生了一些思考［７６］。 城市规划实践是在城市居民健康

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开展的，而针对病原微生物的居民健康风险评估需要对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具有全面了

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１）病原微生物的种属区分、传播途径和致病特征；（２）宿主的生理特征、营养状况和

社会属性等；（３）病原微生物的时空异质性、浓度水平、扩散传播模式、生长繁殖特征及其环境影响因素［７７］。
其中，包括景观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城市复合生态系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理论和方法在健康风险

评估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厘清城市空气微生物群落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到公

共卫生管理和城市规划实践中，对于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心理和生理健康的维护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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